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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收入组别与社会结构转型

闫坤　唐丹彤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我国正处于向高收入经济体迈
进的关键阶段，文章以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９年全球１８个成功迈入高收入组别的典型经济体为研究样本，结合我国
当前内外部环境变化，实证检验了人口质量、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城市化发展水平对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和提高收入分配均衡程度，将推动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城市化发展水平整

体上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倒Ｕ型关系。文章为支持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推动国民收入水平实现跨越式发
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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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然而，当前

中国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处于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时刻。总结成功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国家的经验，分析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风险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当

前阶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进阶的道路充满曲折与艰

辛，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部分经济指标上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事实，也应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社会结

构调整仍在不断推进中。考虑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我

国跨越中高收入阶段的历程或许会受到外部冲击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最终实现高收入转型应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引　言

２０２２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达到１２８５０美元①，距世界银行２０２３年６月最新发布的高收
入国家门槛１３８４５美元②仅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实现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也标
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将开启崭新的篇章。然而，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组别跨

越的进程也承受来自内外部的双重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社会结构及制度供给提出了新要求。

个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经济行为必然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经济转型也必然与社会结构变迁息息相

关。社会结构是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且内涵丰富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存在于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相对

稳定的社会关系”（孙立平，１９９６）。本文所探讨的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个体社会关系与行动所形成的群
体分化特征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旨在为经济发展趋势提供更加丰富的解释（Ｄａｖｅｒｎ，１９９７）。

自从２００８年世界银行在针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主题报告中正式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以来，学界从
未停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许多学者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验证据等维度探讨了“中等收入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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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的存在，从人口特征转变、资源禀赋变化、增长方式转型等方面梳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蔡昉，

２０１１），总结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驱动力（郑秉文，２０１１），并实证检验了不同发展
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指出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德荣，

２０１３）。另外，还有学者基于新兴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分析总结这些国家落入陷阱
背后的原因：赵秋运和林志帆（２０１５）认为催生于赶超战略的金融抑制政策，导致产业结构中工业部门
比重过大，对经济转型升级形成阻力；孔泾源（２０１１）则将其归因于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公共
服务短缺、创新能力不足等。

迈向高收入组别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全面提升，更代表了社会层

面人口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全面进步。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分析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向微观领域的落地与延

伸提供了重要支撑，如刘欣（２０１８）利用社会阶层地位和分配关系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演
变；李雪（２０１８）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解释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邢占军
（２０１１）研究了中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其在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区与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
异，以此刻画并完善了向高收入阶段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建设；还有学者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

（李培林，２０１７）、户籍制度改革（都阳等，２０１４）、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程文、张建华，２０１８）等视角
出发，考察了全球代表性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成功条件与影响要素。

现有文献对先进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和影响因素做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在

此基础上，考察影响我国实现高收入跨越的社会转型因素，将社会结构转型特征纳入经济发展模型，深

入探究现阶段限制我国实现高收入跨越的风险与困境，并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压力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事实现状与实证分析相结

合，从先进经济体发展历程中归纳社会结构转型特征，并以总结发展经验作为分析工具，探讨社会结构

因素影响我国向高收入行列跨越的重点难点，丰富了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

辩证地吸收了各国发展经验，更强调中国制度背景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一方面肯定中国过去在经济、

社会、制度结构转型方面取得的历史成绩，另一方面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进一步探索中国制

度体系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提出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定位的政策建议，助力我国在经济社

会结构全面优化背景下向高收入行列迈进。

二、中国迈向高收入组别的社会结构转型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不仅要求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调整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以推动制度供给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变革。

（一）供给结构长期失衡，人口质量红利有待释放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目前我

国经济规模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并未实现实质性变革。一方

面，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急需破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

素成本上升，比较优势显著下降。同时拉美、东南亚等地区拥有更为低廉的要素价格，给我国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带来了较大的替代压力。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经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陷入“技

术性”衰退，试图通过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来吸引产业资本回流，从而促进本国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使得我

国外需承受较大压力。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崛起会对其领先地位构成威

胁，因此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这势必会对我国科技发展进步带来阻碍。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突破技术壁垒、实现科技创新，需要依托人口质量的提升和形成有利

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近年来，我国的高端技术产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核心技术产品仍然依赖进口，

关键“卡脖子”技术成为限制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难点。赶超型经济体只有依靠科技自主创新才能走

上产业高端化的道路，韩国等经济体的顺利转型就是成功先例。我国要想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突破，需

要依靠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供给。２０１０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２４．２０％，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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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９％；２０２２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５９．６％，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１４年，远高于中高
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然进入人口质量红利时期。因此，如何释放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成为我国迈入

高收入国家的关键举措。

（二）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降低，共同富裕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国民总收入更多地通过储蓄转为投资而较少流向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动能。

从我国三大需求主体来看，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居民比例不断下降（白重恩、

钱震杰，２００９）。政府和企业具有更强的投资倾向，居民是主要的消费主体，国民收入分配向投资主体倾
斜，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此外，在不同国民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总体上在向高收入群体倾

斜（马晓河，２００３；刘伟等，２０１８）。但高收入群体所占人口比重较少，且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较高
（宿玉海等，２０２１），这促使国民总体消费比例降低、储蓄比例上升，进而有利于投资扩张。中低收入人
群占据较大的人口比例，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收入水平所限，消费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虽然呈上升的趋势，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与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城镇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以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与财富上涨速度远超过农村居

民、欠发达地区居民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且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培育

中等收入群体。如图１所示，中国居民总体收入与财富水平产生较大的分化，收入最高的前１０％人口
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大幅提升，收入最低的后５０％人口占比产生较大程度的下降；居民财富水平也出
现类似变化，２０２１年前１０％与前１％人口的财富占比攀升至６８．０３％和３０．９６％，后５０％人口的财富占
比仅为６．３２％，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正在逐步扩大。依据典型国家的转型经验可知，经济
发展动能的转变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因此，要改变需求结构扭曲的现状，就

要改善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共同富裕水平，从根本上提振居民消费需求。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下同。

图１：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财富占比情况

（三）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程度有待提高

所谓城市化是指伴随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城市发展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城镇转移，从事

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得城市规模和数量增长，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普

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简新华、黄锟，２０１０）。我国城市化①过程可简化为两个阶段：由工业化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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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城市化”英译为“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用于表达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逐渐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世界多数国家没有“镇”这一概
念，或镇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化”这一用语中未包括人口向城镇转移或集中的含义。由于我国设有镇的建制，镇的人口规模较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同时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因此我国官方政策文件通常使用“城镇化”作为专业用语。为了便于与其他国家城市

化相比较，避免国内国外的两种表达存在概念表述上的不一致，本文使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一词，其内涵与我国“城镇化”相同。



动的城市化过程为第一阶段，工业化发展基本饱和后、以服务业为主体产业的城市化过程为第二阶段。

如图２所示，纵观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几乎处于停
滞阶段，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９年城市化率每年增长０．７％ ～１％，２０００年以后城市化率保持每年１％以上增
长。反观我国工业化程度，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２年间我国工业化率始终保持在４５％～４７％，２０１３年随着服务
业产值快速增长，工业化率开始缓慢下降至４０％以下。可见，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并不同步，工
业化发展要早于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

趋势。我国当前处于第一阶段城市化向第二阶段城市化转型的过渡时期，供给结构更符合第二阶段特

征，但需求结构更符合第一阶段特征。

图２：中国、韩国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对比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第二阶段的城市化是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的内在要求

和外在特征之一。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的城市化率呈现较大差异，高收入经济体的城市化率接近７０％
以上，中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化率在６０％上下，随着收入水平下降，城市化率越低。对比韩国在相同阶段
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进程，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８４年韩国的
城市化率从２７．７１％增长至６３．３０％，工业化率从１７．３３％提升至３４．５１％；在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１８年韩国的
工业化率稳定在３４％～３７％区间，城市化率从６３．３０％持续增长至８１．４６％。反观我国在１９７８年工业
化率基本稳定时，城市化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比同时期韩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６０％以上。① 通过采
用２０１５年不变价美元来衡量的中韩人均国民总收入可以发现，１９９５年中国人均 ＧＮＩ为１５００美元，此
时城市化率为３０．９６％，在同一收入水平时韩国城市化率为３２．３５％，表明通过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经济改革
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率与国民收入水平相符。随着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

速发展，中国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且总体工业化发展步伐显著快于城市化速度。２００４年中国人均
ＧＮＩ达到３０５４．４８美元，城市化率达到４１．１４％，同一收入水平时韩国城市化率为４８．０３％。２０１１年中
国人均ＧＮＩ超过６０００美元，城市化率达到５０．５１％，韩国同一时期城市化率为６４．８８％。尽管近年来中
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化步伐与工业化程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２０１９年中国
人均ＧＮＩ超过１万美元，城市化率为６０．３１％，韩国同一收入水平下城市化率达到７３．８４％。由此可见，
以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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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国别之间存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文化制度等的差异，直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水平缺乏经济意义，

由此本文更加关注指标之间规律性的变化特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典型国家在生产力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调整。

（一）社会结构转型：人口质量红利释放

自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以来，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中等

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口质量的提升（Ｃａｉ，２０１０）。学术界将人
口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称为人口红利，考察世界各个经济体转型实践，可以发现人口红利

在经济转型的不同时期表现为两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在劳动密集型主导的产业结构中，生产性人口相

对于消费性人口的快速增长造就了第一阶段人口红利（Ｍａｓｏｎ＆Ｌｅｅ，２００６）。充足的劳动力规模和低廉
的劳动力成本是出口导向型的赶超经济体早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３）。在此
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同时也伴随着生育率下降，使得第一阶段人口红利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边际递减趋势。第二，在产业结构由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转型

过程中，相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教育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Ｌｕ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９）。在
此阶段，人力资本是触发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在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人力资

本与技术资本具有相似的正外部效应（Ｃｕａｒｅｓ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转型过
程中，劳动与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渐降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和技术

资本的支持，人力资本又是知识和技术的源泉，几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潜力。当低抚养比与低

教育水平并存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甚至会对收入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可见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的作用

优于人口年龄结构（Ｌｕｔｚ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考虑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阶段，人力资本对
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逐渐增强（Ｈｏｓ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２２）

综上，第一阶段人口红利向第二阶段人口红利转变的过程，实则是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规模红利

的过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人力资本逐渐积累，人均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成为向高收入

经济体转型的重要支撑。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Ｈ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促进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提升。

（二）社会结构转型：收入分配相对均衡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人均富裕程度提升

而扩大，但在工业社会和现代组织体系构建完善时，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人均富裕水平上升而缩小，两

者之间呈倒Ｕ型关系（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５５）。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工业化早期阶
段，此时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收入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Ｇａｌｏｒ＆Ｍｏａｖ，
２００４）。经济增长从初始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力量，此时相
对均衡的收入分配则有助于更高水平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在收入

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中，公共部门倾向于利用再分配机制对初次分配不均状况予以调解，再分配机制通过

向富人筹集税收，再经由公共支出将其分配至穷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意味着通过再分配机制转移的

财富越多，大规模的税收筹集与转移支付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效率损耗，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

结果，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Ｂｅｒｔｏｌａ，１９９３；Ａｌｅｓｉｎａ＆Ｒｏｄｒｉｋ，１９９４；李曦晨、张明，２０２３）；另一方面，财富
初始分配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约束，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个人借贷存在相对约束的情

况下，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存在不平等，导致社会总体效率的降低（ＤｅＬａＣｒｏｉｘ＆Ｄｏｅｐｋｅ，２００３）。特别
是，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被强化（Ｇａｌｏｒ＆Ｚａｎｇ，１９９７），财富原始积累的巨大差异意味
着多数人口的教育投资受到限制（申广军、张川川，２０１６），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由
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Ｈ２：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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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率逐步提升

城市化率提升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阶段（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０４）。产业发展
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起步的经济体，大量农业人口顺应产业发展需要而转

移（Ｔｅｍｐｌｅ，２００５）。人口城市化转移的过程必然带来收入与消费提升，也意味着人口素质和社会福利水
平的提高，城市化率提升促进以消费为主体的需求结构和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形成，人口素质的

提高推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的城市化率呈现较大差异，随着收入水

平下降，地区城市化率水平会降低。

人口众多能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也对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带来较大挑战，低收入经济体无法

负担人口稠密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应在工业化发展具备一定基础时相应开展城市化，由此城市化率应

当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治理水平相适应（Ｂｒｕｎｔ＆Ｇａｒｃíａ－Ｐｅñａｌｏｓａ．，２０２２）。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
济社会结构转型契合程度较高。１９６２～２００１年韩国从农业人口比重超过７０％的农业社会，转型为城市
化率达７９．９４％的工业社会，同时国民收入从低收入组别跨越至高收入组别，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
同步发生。巴西过早开启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城市化，是较典型的负面案例，１９７５年巴西人均国民
总收入突破１０００美元时城市化率已达到６０．７９％，超过韩国同时期７个百分点，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巴西人
均国民总收入始终在４０００至５０００美元之间上下波动，而城市化率从７８．３％上升至８３．１４％，相同收入
水平时期韩国的城市化率为７０．３９％。过早地开启城市化，人口过快地向城市聚集使得配套公共基础
设施不足，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无法吸纳大量劳动者，直接导致城市失业率偏高、公共服务体系承压。

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配能够发挥促进经济转型的正面效应，而过早的城市化使得高人口密度

下的负外部性溢出，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Ｈ３：城市化率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倒Ｕ型关系，与经济发展相配适的城市化率促进人均国民总收
入水平的提升。

四、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了验证前文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ｌｎＧＮＩｉ，ｔ＝δ１Ｓｏｃｉａｌｉ，ｔ＋δ２Ｅｃｏｎｉ，ｔ＋δ３Ｔｒａｄｅｉ，ｔ＋δ４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ｔ＋δ５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
δ６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ｔ＋δ７ＰＶｉ，ｔ＋δ８Ｇｏｖｉ，ｔ＋λｔ＋ｕｉ＋εｉ，ｔ （１）

ｌｎＧＮＩｉ，ｔ＝δ１Ｕｒｂａｎｉ，ｔ＋δ２Ｕｒｂａｎ
２
ｉ，ｔ＋δ３Ｅｃｏｎｉ，ｔ＋δ４Ｔｒａｄｅｉ，ｔ＋δ５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ｔ＋

δ６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δ７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ｔ＋δ８ＰＶｉ，ｔ＋δ９Ｇｏｖｉ，ｔ＋λｔ＋ｕｉ＋εｉ，ｔ （２）
　　其中，ｌｎＧＮＩｉ，ｔ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反映各国人均收入水平（赵昕东、吴
宇，２０２２）。模型（１）中，Ｓｏｃｉａｌｉ，ｔ为核心解释变量，是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代表了社会结构转型因素，具体
可替换为人口质量红利、收入分配均衡程度和城市化进程。其中人口质量红利（ＨＣ）采用基于国家人口
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计算而得的人力资本指数衡量，该指标较好地体现了我国人口红利带来的教育红

利（Ｃｕａｒｅｓｍ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收入分配均衡程度（Ｕｎｅｑｕａｌ）由前１０％收入份额度量，体现了收入分配过程
中社会结构的“橄榄型”程度。城市化进程（Ｕｒｂａｎ）采用城市化率衡量，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重，该指标越高，往往意味着城市化水平越高。考虑过度城市化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张来明，２０２１），
为此针对城市化水平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２）中 Ｕｒｂａｎｉ，ｔ代表各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该模型中增加了Ｕｒｂａｎ的二次项，若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
现正Ｕ型关系，反之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倒Ｕ型关系。

除了社会结构，经济增长同样受经济结构、贸易水平、制度稳定性和人口结构特征的制约（张来明，

２０２１）。基于此，模型（１）和模型（２）中，控制变量 Ｅｃｏｎｉ，ｔ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国相对全要
素生产率衡量，即以美国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单位１而计算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Ｔｒａｄｅｉ，ｔ反映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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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差额，采用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 ＧＤＰ的比例衡量；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ｔ反映各国的商品贸易开放程
度，采用各国出口和进口商品贸易额占ＧＤＰ的比例衡量；Ｆｉｎａｎｃｅｉ，ｔ代表各国金融发展程度，采用私营部
门的国内信贷占ＧＤＰ的比例衡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ｉ，ｔ反映各国人口抚养比，采用１５岁以下及６４岁以上人口
占劳动年龄人口，即１５岁及以上和６４岁及以下人口的比率衡量；ＰＶｉ，ｔ反映各国制度稳定性，采用世界
银行ＷＧＩ数据库中政治不稳定性分项指标衡量；Ｇｏｖｉ，ｔ反映各国的政府支出，采用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
出占ＧＤＰ的百分比衡量。回归中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球１９１个国家１９９６～２０１９年的国别数据为基础。在其中剔除人口规模低于１００万的国
家和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同时剔除样本期间始终处于低收入组别和高收入组别的国家，处理后样本仅为

人口规模高于１００万的曾处于中等收入组别的国家。随后本文依据世界银行自１９８７年开始至２０２２年
发布的各国收入组别数据，借鉴费利佩等（Ｆｅｌｉｐ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的研究，按照如下原则剔除落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国家：（１）持续在中低等收入组别超过２８年的国家或地区；（２）持续处于中高等收入组别超过１４
年的国家或地区；（３）自１９８７年至２０２２年始终处于中低或中高收入组别，或处于中低收入组别和中高
收入组别的年限合计为３６年的国家。依据上述筛选原则，本文最终得到自１９８７年以来成功从中等收
入组别提升至高收入组别，并稳定处于高收入组别的１８个国家，具体为：巴林、智利、塞浦路斯、捷克共
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韩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巴拿马、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斯

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乌拉圭。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ＰＷＴ１０．０数据表和ＷＧＩ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可以看到，所有变量均处于合理区间，不存在较为明显的
极端值。此外，各变量的方差相对较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合理性。

表１：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ＧＮＩ ３２８ ９．５２８ ０．５０８ ９．５８７ ８．２５３ １０．４３
ＨＣ ３２８ ３．０２６ ０．４４９ ３．０７０ ２．１２８ ３．８４９
Ｕｎｅｑｕａｌ ３２８ ０．６１１ ０．０８１３ ０．５９５ ０．４２０ ０．８２０
Ｕｒｂａｎ ３２８ ７１．２８ １２．０４ ６８．４７ ５１．３１ ９５．０５
Ｅｃｏｎ ３２８ ０．６９８ ０．１１８ ０．６７８ ０．４８４ １．１７６
Ｔｒａｄｅ ３２８ １．８４５ ７．８０４ ０．６０６ －１２．７６ ３２．１５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３２８ ８４．６７ ３９．４２ ７２．６４ ２３．３２ １７６．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３２８ ７１．３４ ４５．８８ ５６．４６ ０．１８６ ２５５．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３２８ ４７．６４ ７．４１４ ４７．５２ ２８．８５ ７８．０４
ＰＶ ３２８ ０．５４１ ０．４５８ ０．６２２ －１．３３５ １．４３７
Ｇｏｖ ３２８ １７．８６ ３．６５５ １８．５２ １０．０４ ３０．００

（二）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２列（１）为仅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２）至（６）分
别为增加社会结构转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２）中人力资本指数（ＨＣ）与人均国民总收入（ｌｎＧＮＩ）的
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人口质量红利对于人均国民总收入提升发挥了正向促进作
用。人口质量改善有助于提高实物资本的使用效率和推进科技的进步，为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刘生

龙、胡鞍钢，２０１０），证实了假设１成立。列（３）显示收入分配差距（Ｕｎｅｑｕａｌ）与人均国民总收入（ｌｎＧ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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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加剧会抑制人均国民总收入提升，验证了
假设２。列（４）中城市化率（Ｕｒｂａｎ）与人均国民总收入（ｌｎＧＮＩ）的线性回归系数为０．００２０，未达到统计
意义上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在列（５）的非线性关系中，城市化水平（Ｕｒｂａｎ）的二次项系数为 －０．００１４，
一次项系数为０．１９４５，且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存在倒Ｕ型关系，证实与经
济发展相适配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人均收入提升，假设３成立。列（６）中同时考察了人口质
量红利、收入分配均衡程度以及城市化率，三者与人均国民总收入（ｌｎＧＮＩ）之间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
平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三个社会结构变量在联立方程中的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表２：实证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ＨＣ ０．３６３２***

（２．７４）
０．３０３５**

（２．２６）

Ｕｎｅｑｕａｌ －２．１５０１***

（－５．８４）
－２．１６７８***

（－５．９０）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１９４５***

（４．８２）
０．１３６９***

（３．４１）

Ｕｒｂａｎ２
－０．００１４***

（－４．８４）
－０．００１１***

（－３．９３）

Ｅｃｏｎ １．２２７１***

（９．３９）
１．２８５５***

（９．８２）
０．９１７２***

（６．８２）
１．２４３６***

（８．６４）
１．２８９２***

（９．２９）
０．８７８０***

（５．９５）

Ｔｒａｄｅ －０．００４７**

（－２．１７）
－０．００５８***

（－２．６７）
－０．００５２**

（－２．５５）
－０．００４７**

（－２．１７）
－０．００５３**

（－２．５２）
－０．００６６***

（－３．２９）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０００５
（－０．７３）

－０．００１０
（－１．４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４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９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００５
（１．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９）

－０．０００２
（－０．３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０．００３５
（１．３２）

０．００５５**

（２．０１）
０．００１８
（０．７０）

０．００３５
（１．３２）

－０．００１１
（－０．４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６）

ＰＶ ０．１４６６***

（４．２３）
０．１２２４***

（３．４６）
０．１２８７***

（３．９１）
０．１４９０***

（４．１７）
０．１５１２***

（４．４０）
０．０９２９***

（２．６６）

Ｇｏｖ ０．０１７４***

（２．８１）
０．０１２９**

（２．０２）
０．０１１２*

（１．８８）
０．０１７６***

（２．８１）
０．０２５３***

（４．０６）
０．０１１９*

（１．８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７．４５０３***

（３８．３６）
６．４４５７***

（１５．５９）
９．０５８４***

（２７．３９）
７．２８９６***

（１１．９１）
１．１２８０
（０．８０）

４．５５６４***

（３．１９）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８
Ｆ ８４．３３*** ８３．７６*** ９２．３８*** ８１．３４*** ８５．８８*** ９２．６１***

Ｒ２ ０．８８４ ０．８８６ ０．８９６ ０．８８３ ０．８９２ ０．９０５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下同。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ｎ）、制度稳定性（ＰＶ）和政府支出（Ｇｏｖ）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贸易差额（Ｔｒａｄｅ）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具有统计意义，表明国际贸易收支净额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增
长成反比，贸易逆差代表国民具有更强的购买力，往往伴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

贸易开放程度（Ｏｐｅｎｎｅｓｓ）、金融发展程度（Ｆｉｎａｎｃｅ）和抚养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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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且均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是贸易开放程度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在外向型经济体

中贸易开放程度对国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在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贸易开放程度对国民收入的影

响十分有限。因此，在未区分经济结构特征的跨越组样本中，贸易开放程度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存在不确

定性。二是金融发展程度衡量了信贷活动对经济发展激励效应。在间接融资比例较低或以国际信贷作

为融资来源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指标则难以准确衡量信贷活动对经济发挥的作用。由于跨越组国家

样本数量较少，结果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导致金融发展程度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三是抚养比代表了

一国单位劳动人口所需承担的抚养负担。表２列（２）在纳入人力资本指数后，抚养比与人均国民总收
入的回归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纳入城市化率指标后，抚养比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回归系
数变为负，且不具有统计意义。可能是因为，抚养比是一个具有极端化特征的指标，经济富足且生活压

力小的人群更具有生育意愿，抚养比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极端贫困、缺乏节育知识和条件的地区

具有更高的生育率，抚养比也较高。而这两种情况存在截然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这可能成为抚养比的

回归系数经济意义较弱的原因。

（三）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并非强制披露，且各宏观指标相互影响，因此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和反向

因果问题。为此，本文采用传统的工具变量法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以所有解释变量的一期

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可以看到，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所得结论与前述分
析一致，验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３：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ｌｎＧＮＩ

ＨＣｔ－１
０．４８９３***

（３．７１）

ＧＩＮｔ－１
－１．８６２７***

（－４．９３）

Ｕｒｂａｎｔ－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１６２５***

（４．０５）

Ｕｒｂａｎ２ｔ－１
－０．００１２***

（－４．０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６．０８００***

（１４．８５）
８．８０１４***

（２６．１７）
７．２６０７***

（１１．７６）
２．１４２４
（１．５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１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０
Ｆ ９０．６７*** ９４．４５*** ８５．７２*** ８８．４０***

Ｒ２ ０．８９６ ０．９００ ０．８９１ ０．８９７

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取以下处理：（１）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采用追赶指数的自然对数
（ｌｎＣＵＩ）衡量各国相对人均收入水平（赵凌云、杨来科，２０２１），具体采用各经济体人均 ＧＤＰ与美国人均
ＧＤＰ的比值衡量。（２）替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首先，本文采用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投入的乘积
（Ｅｄｕ）替代人力资本指数，构建新的人口质量红利衡量指标。其中，以高等院校入学率衡量人口受教育
程度，以教育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衡量教育投入。其次，采用前１０％收入份额与后４０％收入份额的比例
（Ｕｎｅｑｕａｌ＿ｒ），重新衡量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最后，以第三产业比重代替城市化率（Ｕｒｂａｎ＿ｒ）。（３）剔除
金融危机年份。剔除了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的样本以缓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剔除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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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缓解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４）滞后分析。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
和滞后二期放入回归。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符号和数值与前文所得结论基本一致①，证实了前文结

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１８个国家１９９６～２０１９年的国别数据为样本，在借鉴现有文献与总结先进经济体转型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内外部环境变化，探讨社会结构转型对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

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提高收入分配均衡程度会促进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上

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倒Ｕ型关系。由此可知，我国若要跨越中高收入组别，应推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实
现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促使人口质量综合提升，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同时保证城市化水平与发展阶段

的适配性。这将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同步转型，从而为国民总收入水平实现全面提升创造良好的

条件。

（二）政策建议

以典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本文研究结论为依据，我们的政策建议如下：

１．激发人口质量红利，构建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
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科技进步要从引进模仿转变

为自主创新，要从跟跑者向并行者和领跑者转变，需大力培养重点科技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构建以企业

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质量红利时期，居民平均受

教育程度与高收入国家持平。在科技领域人才储备相对充足前提下，突破科技发展瓶颈的关键在于科

技创新体系的构建。科技人才需要能够激发其创新活力的优质土壤，人力资本红利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科学技术的创新具有偶然性和分散性，相对而言，基础科学、军事、航天等领域更多需要国家力量的支

持，产业领域技术创新更多依靠民间主体完成，但也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持与助力。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

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保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激发人才技

术创新活力，形成多方合作、良好协同的创新生态。

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依据典型国家案例与前文研究结果，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有助于经济体实现向

人力资本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减轻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负担，激发中等收入者向上发展潜力，避

免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是我国当前应当关注的重点工作。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

坚力量，该群体的安居乐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切实改善中等收入群体生存环

境，增加公租房与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增加教育补贴贷款规模，发放老人赡养津贴等，减轻中等收入群体

生活负担，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３．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城市化率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滞后于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速

度。然而，受到人口总规模提前达峰和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的影响，未来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规模将有所减

少，城市化发展速度将有所放缓。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经济结构转型过

程中的内需扩大和消费提振，进一步带动高质量投资。当前我国城市化率超过６５％，正处于向高收入
阶段迈进的关键阶段，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既要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也

要切实解决户籍制度障碍、公共服务不平等、迁移成本较高等影响农村转移人口实现真正市民化的硬阻

碍。因此，我们要以推进人口市民化为核心，有条件地破除城市与城镇的落户限制，实行户籍准入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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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认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促使转移人口在随迁子女就学、职业技能培训、医保跨

省异地就医、公租房廉租房供给等方面实现真正地权益平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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